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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Urban Design Management in Shanghai
周  偲   ZHOU Cai                  

城市设计作为优化城市空间品质的重要手段，分为编制与管控两个层面。上海作为城市建设较快的城市之一，较早地开展

了关于城市设计管控的研究和实践。分析各国家与地区的城市设计管控方法，总结条文约定与程序保障两种类型，探索管

控方法与国家法律体系以及发展阶段的关系，梳理上海在改革开放后、高速发展、转型发展3个时期的城市设计管控方法

的演进历程，介绍上海城市设计法定化管控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思考上海未来城市设计管控的优化方向。

As an important way to optimize urban space quality, urban design is divided into two levels: design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as one of the cities with fast development pace, has long been engaged in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urban design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search the methods of urban design management, and elaborates the evolution of urban design management in 

three periods in Shanghai. On this basis, this article reflects on the optimization of Shanghai future urban design management.

1　城市设计管控的两种类型

各国家和城市一般通过两种方式赋予城市

设计法定地位[1]：一是通过法律法规指导约束规

划编制，城市设计成果应用和体现在相应法律

条文中，如美国的区划法规和德国的建造规划；

二是法律（规划法）明确城市设计法律地位，

并通过法定程序保证工作的开展，如英国的城

市设计导则。

1.1　条文约定式的管控方法

一般在规划标准和规范下，根据发展目标，

通过城市设计手段，确定具体控制指标，如确

定建筑高度、贴线路、退界距离等。管理者因

为明确的审查依据，能更好的予以执行[2]。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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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不可避免的，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建

筑师的创造发挥。总体而言，此类管控更注重

设计内容的法律地位。

美国各城市采用的方式不同[3]。纽约的

城市设计控制是将城市设计要求纳入法定规

划区划法规[4]中，在建设项目管理阶段予以核

查，属于条文约定型。城市设计的内容以城市

设计条例的方式纳入区划法规中。条例具体

包括标准分区、特殊目的区、一般性设计规范

3个层面的内容[5]。标准分区以不同的建筑形

式为单位，围绕特定建筑形式设定城市设计

标准，按类型整体管控。特殊目的区的城市设

计更加有针对性，往往以几个街区、某个街区

或每条街道作为单位，对其具体区域进行细

文章编号 1673-8985（2018）02-0092-05  中图分类号 TU981  文献标志码 A



城市研究 | 93 

分（Sub-district），提出更细的设计要求。一

般性设计规范，针对特定空间与特定功能物

品的城市设计规范以其细节性的要求，为公

共空间的实用性及公共使用权提供了保障，

并设定了空间品质及相应产品的最低标准。

实际上，纽约的城市设计管控深度在一般地

区与特殊目的区是不同的。一般地区是通则

式的管控，它受到区划标准分区中的要求及

一般性设计规范的要求约束。而特殊目的区

是方案式的管控，是在城市设计方案的基础

上，增加有针对性的设计要求。

德国城市设计管控体系与城市规划体系

相一致[6]，城市设计的控制要素及具体控制要

求纳入法定规划建造规划[7]。建造规划是建设

项目审批的依据，依据城市设计形态规划，规

划师将用地之上的规划建筑抽除，再抽象化

为建造窗口和相关控制指标[8]，属于条文约

定型。具体涉及到城市设计要素的包括：楼层

数、容积率、建造方式（开放、封闭、偏离）、屋

顶形式/屋顶意向、屋脊方向、建筑高度等[9]。

1.2　程序保障式的管控方法

在法定文件中表述的是发展目标与政策，

设计必须达到的特征与效果，一般没有详细的

管控图则，用定性或示意图的方式表达。鼓励

使用多种途径达到设计目的，不限定采用的

手段。此种管控方式给设计留有较大的弹性

空间，但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建设项目管

理阶段，管理者的执行弹性较大，判断方案是

否符合定性的目标，管理者需要依据专业的

知识和判断，同时通过规范化的程序来确保

其公平合理。总体而言，更注重决策时设计程

序的法律地位。

英国无论是区域发展规划、地方发展规

划还是邻里规划，其中涉及的城市设计内容

均通过明确目标政策的方式进行控制[10]，而

非明确具体的指标管控要求，亦没有管控图

则，属于程序保障型。设计控制的主要手段是

设计评审，这一环节包含在建设项目许可审

批的过程中[11]。当审批过程中遇到规划相关

政策文件未涉及的问题时，开发控制则有赖

于规划官员的个人专业能力。这形成了英国

规划系统自由裁量的特征。也正是这一点，使

得英国的规划审批需要与各利益团体进行咨

询和协调。因此，英国的规划决策是一个协商

式的谈判过程，政治属性高于技术属性。

荷兰主要是通过指导性的规划，在具体

项目建设管理阶段，由具有自由裁量权的委

员会进行管理，一些城市会通过指定城镇建

筑师的方式来进行设计管控，属于程序保障

型。各个城市通过编制形象设计规划（Image 

quality plan）来对城市的未来空间形态和空

间质量提出引导和建议，这个规划并非强制编

制，其中包含的内容深度也不尽相同，主要取

决于市政府的需求。在进行具体的项目建设管

理时，会由专门的空间质量委员会来把控项目

中涉及到空间形态的部分。该委员会属于市政

府的一个组成部分，成员通过社会招募构成。

对大多数项目而言，获得空间质量委员会的同

意是得到建筑许可的必经程序，设计单位必须

对空间质量委员会汇报自己的项目，该委员会

成员就建筑外观、建筑与周围环境关系等方面

提出修改意见，并决定是否同意该项目，具有

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1.3　城市设计管控类型的影响因素

各国选择了不同的法定化类型，形成管

控方式上的差异。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法律体

系、发展阶段等各个方面。

法律体系方面，各国可分为大陆法系与

海洋法系两种类型，两者的法律条文内容形

式、形成过程和执行程序均存在较大差异，这

种差异进而会影响到各专项法律条文内容形

式和执行方式。大陆法系旨在以明确的法典

条文来保障法律的有效执行，因此大陆法系

国家往往采用条文约定型的管控方法，将管

控要素与具体要求在法定规划中予以明确，

在建设项目阶段进行审核，符合要求即通过，

不符合则退回。海洋法系是“遵循先例”的

司法审判原则，以往的判例对其后案件的审

判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海洋法系国家往往

采用程序保障型的管控方式，当审批过程中

遇到规划相关政策文件未涉及的问题时，审

批部门具有自由裁量权。

发展阶段方面，规划需适应不同的社会

经济发展阶段、政治环境和管理体制，通过不

断调整来平衡经济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博弈。

追求高速发展的阶段，管控为发展放行，以提

高审批效率为出发点，选择相应的管控方式

与管控深度。平稳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不是优

先的目标，为了达到更好的城市空间品质，管

控倾向选择更为严格的方式。同时，发展阶段

关系到管控方式的可行性，可行性中包括对

应发展要求的审批效率以及对应行政管理的

廉洁要求。英国2009年以来，经济持续低迷，

产业发展疲软，保守党与自民党组成的联合

政府上任，提出复苏经济、授权于民等执政宣

言[12]。规划方面的具体手段包括简化规划审

批程序，削弱规划控制。以发展为要务，进一

步强化权力的地方化，重视地方自主性，社区

有权自主制定邻里规划。限制公众参与的条

件，缩小公众参与范围，以提高项目落实的效

率等[13]。

2　上海城市设计管控的演进历程

上海的城市设计工作始于20世纪改革开放

初期，在国内率先引入城市设计概念，并在80年

代至90年代进行了大量的城市设计方面的探索

工作。政府部门对于城市设计的管控分为自发

应对、自觉修正与法定化管控3个阶段。

2.1　改革开放后城市设计管控的自发应对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

土地出让方式由划拨向出让进行转变。城市

设计的概念相应地被引入上海，以应对土地

出让时核提出让条件的要求。1982年，虹桥

新区为解决涉外使领馆的需求进行了规划编

制，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首次运用了

城市设计的手法，明确了用地性质、地块面

积、建筑后退、建筑密度、建筑限高、出入口方

位、停车车位数等要素的管控要求，并落到规

划图则中，经市政府批准，要求出让地块在实

施方案中严格执行（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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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时期，城市

设计管控方式以二维规划指标为主，考虑的

空间要素较少，并且，当时控规编制并非土地

出让的必要条件，因此规划阶段对后续建筑设

计引导不足。为应对以上问题，20世纪80年

代末，上海研究制定了《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

技术规定》（以下简称“《技术规定》”），具体规

定了规划编制和建设管理中关于土地使用、建

筑管理等方面的各项指标要求，并随着城市的

建设发展进行了多次修订与更新[14]。《技术规

定》是全市层面普适性的要求，建管部门的

专业人员可依据《技术规定》和方案的实际

情况，重点考虑地块开发的相关控制指标，对

地块核提出让条件，管理工作的重点在单一

项目管理。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后到1980年代末

期，上海城市设计的管控具有程序保障型的

自由裁量特征，但尚无明确程序保障城市设

计的法定地位。

2.2　高速发展时期城市设计管控的自觉修正

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上海进入

两位数经济增长率的高速发展阶段。上海城

市设计管控做了以下4方面的修正。一是在

《技术规定》的普适性要求基础上，针对重要

的地区，开始进行大量城市设计，增加个性化

要求。二是以城市设计的手段推进二维规划

指标管控向三维空间指标转变。1990年，陆

家嘴地区中心区开启整体的城市设计工作，

运用国际方案征集的方式，邀请法、意、日、

英、中5国设计公司参与国际设计竞赛，增加

了“韵律界面”、“开敞界面”、“标记重点处理

的入口与转角”等空间管控要素（图2）。三

是增加建设方案阶段专家的决策咨询环节，

为审批者提供技术力量。2004年，对于上海

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建设项目审批程序中明

确要求增加专家特别论证环节。四是探索城

市设计导则的管控方式，设计师尝试将城市

设计方案进行理性梳理，制定独立且系统性

的设计导则，并将其作为建设项目实施阶段

管理和落实城市设计的方法。2003年，瑞安

集团对创智天地进行概念性总体设计，并针

对大学路及周边地块单独编制了设计导则，

包括城市设计导则、建设设计导则和分地块

控制导则。大学路地区设计导则明确了道路

断面、人行道空间尺度、外摆位位置等控制要

素，对影响街道空间的多个要素提出建议，包

括连续街墙贴线率、地块建筑体量及高度、建

筑立面等。同时，强调大学路两侧建筑的功能

混合，对沿街商铺进行规范指引，并取得了富

有成效的建设成果（图3）。实际上，城市设计

导则并无法定地位，尤其对于多元开发主体

的建设区域，无法强制要求开发主体后续照

图1　上海虹桥新区详细规划图
资料来源：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图2　陆家嘴中心区规划总平面图
资料来源：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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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实施。如何能在有众多开发主体共同参与

城市建设的过程中，满足城市设计中提出的

系统性空间目标，是城市设计管控中的关键

问题。

总体而言，在城市高速发展时期，上海在

城市设计管控方面做了修正与创新，增加三维

管控内容，通过设计导则，逐渐向条文约定型的

管控方式转变。

2.3　转型发展时期城市设计的法定化管控

十八大后，上海提出守住人口规模、建设

用地、生态环境和城市安全4条底线。如今，上

海的城市发展已进入以存量规划为主的转型

期，本市的城市发展逐渐转向以底线约束、内

涵发展、以存量空间的更新利用来满足城市

发展需求的阶段，不断提高精细化程度成为

城市规划的必然选择。因此，为创造更好的城

市空间，上海市在城市设计管控方面进行深

入研究，在控制性详细规划层面将城市设计

法定化，以较为严格的方式提升城市公共空

间的品质。

2008年，《城乡规划法》中明确了控制性

详细规划作为土地出让的必要依据，具有法定

地位。2011年，上海开始推行附加图则的设

计管控制度。在颁布的《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

划技术准则》中，首次提出将附加图则作为法

定图则的组成部分，明确重点地区除形成普适

图则外，还需要通过城市设计或专项研究提出

附加的规划控制要求，使空间管理进一步精细

化，满足城市设计、历史风貌保护等特殊规划

控制要求，形成附加图则。在《上海市控制型

详细规划附加图则成果规范》（以下简称“《附

加图则成果规范》”）中将城市公共空间归纳

提炼为包括建筑形态、开放空间、交通空间、功

能空间和历史风貌5种类型，共约50个要素，

作为城市设计重点关注和管控的内容。另外，

在《技术准则》中明确了重点地区分级分类

的要求。针对地区差异性问题，将重点地区分

为“五类三级”，通过功能类型和重点管控级

别两个维度，锁定不同重点地区的城市设计管

控要素。

经过不断优化，上海详规层面城市设计

管控逐步形成了两大特点：一是依托控详确立

了城市设计的法定地位，包括本市城乡规划条

例和控详编制办法，明确城市设计以附加图则

的形式纳入控详法定图则，成果内容纳入土

地合同等方式，确保了城市设计成果的应用

及实施；二是建立了管控体系，依托控详的

管理办法、审批流程、技术导则和成果规范等

“四位一体”的规范性文件，确保了城市设计

成果的转化以及法定文件的严肃规范性。

城市设计方案是附加图则的基础，附加图

则是城市设计成果的提炼以及法定化的成果。

附加图则作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成部分，是

控制性详细规划普适图则的一种补充[15]。《附

加图则成果规范》中提供了一整套“工具箱”，

从附加图则控制要素的选取、概念定义以及表

达方式研究各方面贯穿系统性、规范性和直观

性的工作原则，形成一套控制要素概念界定

及图例表达系统，便于设计者和管理者理解

和使用。

总体而言，上海附加图则的设计管控制

度已是较为典型的条文约定型管控方法。

3　上海城市设计管控的优化方向

无论采取条文约定型或程序保障型的

管控方式，均需兼顾管控条款的客观性、确定

性、针对性和灵活性。在前文分析的各国案例

中，美国与德国属于条文约定型的设计管控

方式，英国与荷兰采用的是程序保障型的设

计管控方式。但这些国家在近期也都在探索

着兼顾控制与开发的第三条管控路径。例如，

美国在区划法规的管控基础上，增加了“特

殊许可（Special permit）”程序，是规划委

员会拥有自由裁量权去改变现有区划法规中

建筑功能、体量与停车规范的法律程序，经过

统一土地使用审议程序（ULURP），增加了

管控的灵活性，为单个项目的特殊性与独特

性提供法律上的窗口与可执行性。英国虽然

整体属于程序保障型的管控方式，但在部分

地区编制了城市设计导则，并在规划法中确

图3　大学路规划总平面图
资料来源：瑞安房地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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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城市设计导则的法律地位，作为建设管

理阶段的审核指导文件，确保部分管控指标

的落实。

6年来，上海已进行了百余项附加图则的

编制。虽然在条文约定型的城市设计管控方

式中，包含着各种弹性控制的方法，但在实践

中，仍面临着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包括附加图

则的编制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城市设计师

对城市空间风貌体系的认知，以及对空间发

展意图的理解和判读。目前城市设计的整体

质量仍处于尚待提高的阶段。如果将不完善

的城市设计落到附加图则中进行管控，容易

被诟病。部分城市设计受到研究范围的尺度

限制，对地区发展理念目标在宏、中观层面不

能开展统筹和富有前瞻性的解读、应用及创

新，过于注重细节和要素管控。反之，当开展

较大范围的城市设计时，开发主体往往尚未

明确，方案缺乏自下而上的诉求反映，在项目

实施阶段，附加图则中的管控内容不被接受

而引起修改。

对此，上海正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在新的

规划体系中引入单元规划层面的城市设计，有

条件在宏、中观层面指出地区城市设计的总体

目标，并为街坊间的空间关系处理提出了管

控要求，因此，各街坊的附加图则编制可单独

开展，使得控详层面将具备适应开发诉求的条

件。为使城市设计能体现实际的建设发展需

求，研究提出可通过土地出让前开展城市设计

方案遴选的方式，选出符合城市设计要求的开

发主体，基于获胜的方案编制控详层面的城市

设计附加图则，并以此作为出让条件纳入土地

出让合同，从而实现精细化的管理。

上海将进一步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

公共空间为城市设计的关键管控对象，在附加

图则条文约定型管控的基础上，增加原则和目

标类的内容，通过增加专家的裁量机制，实现从

“指标管控”向“目标管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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